
 

中高海拔山域遊憩人員管理制度之 
改革倡議與步道維護之配套 

蔡日興* 

摘  要 
  台灣的人員入山管制原本係基於政治與軍事動機而設計，在解嚴後仍以治安為由保留過

多山地管制區，因而有違憲問題。唯其罰則難以成立，故此問題從未浮上檯面。近年因消防

單位借用國安法規定以安全為由請警務單位拒發入山證，登山者因而注意到其違憲問題。此

外原住民立委開始注意到國安法山地管制區所隱含的歧視意義，因而開始有修法之倡議。 

  但依國安法申請入山證所留下的資訊，卻是我們目前唯一完整的山域人員行程資料庫，

對搜救極為重要。在考慮國安法山地管制區退場之時，我們亦應考慮何種方案可以達成良好

之銜接功能，並能符合我國的國情與民眾習性。 

  正本清源，現在需要完整的山域人員行程資料庫，主要係為了山難搜救，而預防重於彌

補，山難的預防又以迷途問題最有著力點。是以我們應當以預防迷途為目標去設計一套過渡

期的制度，引導民眾學習登山知識，並在不擾民的情況下降低迷途事件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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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海拔山域遊憩人員管理制度之 
改革倡議與步道維護之配套 

蔡日興 

一、中高海拔山域人員管理法律的歷史 
  台灣的中高海拔山域管制，發源自日治時期對於「蕃地」的遲遲無法掌握，以至於後來

有了「平」與「山」這兩種不同的原住民印記。因為標記為「山」的原住民是比較晚才被掌

握的，所以被以不同方式對待著。換言之，中高海拔山域的人員管理原需求是軍事與政治。 

  但到了日治後期，已有純民間的登山活動，也有入山旅遊的文書，這意味著遊憩需求開

始進入這套制度。 

  國民政府治台之後，延續了日治時期標記為「山」的體制發展出「山地鄉」的概念，旅

遊方面則有甲種與乙種入山證，進行不同等級的管制。解嚴前的登山活動，均透過嚴格受控

的登山協會，經由公文方式特許處理。這個時期中高海拔山域人員管理制度的需求是擔憂政

權穩定，而遊憩則是以特許(甲種)和原則准許(乙種)兩種方式彈性處理。 

  解嚴之後，威權概念經過一番細部調整，登山協會的特許地位被移除。個人可以單純以

登山為由申請甲種入山證，亦不再有人數限制。此外入山證申請跳過實質審核的程序，轉往

資料備存的形式。 

  改革後的這種入山證型態，執行面確實有點偏向報備制的風格，也就是預設准許，無實

質審核。但它在法律面，卻依舊是國家恩給的精神。依照國家安全法第五條的山地管制區規

定，國家仍是「准許」民眾入山，而不是單純報備。 

二、山域人員管理法律的邏輯問題 
  到最近幾年，因為大眾休憩壓力增加，山域活動量爆增，山難事件增加，引起負責搜救

的消防單位反彈，因此入山證又開始轉向帶有實質審核的風格。但這一波審核動機和威權時

代已經完全不同，威權時代是擔憂政權穩定，現在卻是擔憂山難問題。國家安全法第五條的

山地管制區規定被搜救單位借去當作不同的用途，因此有法理邏輯不一致的問題。 

  最近幾年禁止入山的路線持續增加，登山圈稱之為「封山」，自此大家又開始注意到入山

證法規的違憲可能。 

  有問題的點不在於國安法第五條本身，而是「為確保海防及軍事設施安全，並維護山地

治安，得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指定海岸、山地或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劃為管制區，並公告之。」

這個過程浮濫了。 

  國安法第五條本身不違憲，但執行時政府踰越比例原則，以莫須有的「治安」問題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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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過多過大的山地管制區，侵害了憲法所保障的人民旅行自由。這樣的違憲狀態，勢必要由

內政部自己調整劃設區域來解決，或是透過漫長的釋憲程序才能處理。 

  但因為國安法第七條的規定「違反第五條第二項未經申請許可無故入出管制區經通知離

去而不從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其中的

「無故」以及「經通知離去而不從」在實務層面並不容易成立，直到最近才可能將要有實際

處分的案例可以進行釋憲。 

  而也因此國安法第五條成為實務上沒有效力的法律。消防單位固然可以提出封山要求，

也就是請警務署不要發入山許可，但人民依舊可以不辦理入山申請而自行進出，警政單位只

能開「勸告單」，除非民眾拿了勸告單還執意進入，否則無法實際開罰。這被登山圈謔稱為「爬

黑山」。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人民違法了，可是這個違法的處分一旦成立，人民立刻可以進行

釋憲程序，而政府的執法正當性問題就會暴露出來。 

  目前我們國家的入山制度就僵持在這樣荒謬的狀態下，政府不能拿法律處分人民，而人

民也沒辦法讓政府改掉這個有問題的制度。大家都在做表面文章，浪費時間在公文往來，但

入山申請資料的正確性完全無法判斷。 

  我國另外兩個可以管制山域人員進出的法案，分別是國家公園法規定的生態保護區，以

及文資法規定的自然保留區，這兩個法案的處分正當性就比較高，只是文資法規定的罰款金

額和執行時選定欲保護對象的特殊性頗有爭議。 

  實際從遊客數字來分析，自然保留區的遊憩行為比起生態保護區少得多。而因為國安法

入山許可的處分不太可能實現，許多政府單位就都想拿國家公園法來進行山域管制，例如颱

風的撤離。但這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生態保護跟颱風等等並沒有邏輯關聯性，所以國家公園

轉而大量求助於國家公園法第十三條之八的規定「其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禁止之行為」。 

  但國家公園法既然已經明文規定了生態保護區的人員進出管制，就是表示立法者對於管

制人員行動自由的慎重。那麼國家公園可以濫用其他二字任意地擴權嗎？筆者對於第十三條

之八此條文能否管制人員進出山域抱持反對的看法。 

三、山域人員管理法律的改革動機 
  近日，原住民立委注意到山地管制區係基於「治安」問題所隱含的歧視意義，開始有了

修法的倡議。明明是平地的治安事件比較多，為什麼山地卻被認為有治安問題而需要管制人

員進出？明明警力配置一直是撤出山區，改交給林務局人員接手，為什麼還宣稱有治安問題？

這樣虛假的制度，在解嚴近三十年後仍然存在，只能說是極度荒謬。 

  而此時，仰賴入山證申請資料作為搜救時需取得的人員行程資料庫的政府，也不得不開

始思考入山證退場之後，維持登山活動安全，特別是加強搜救效率的新方案為何。 

  而同時，我們也該思索如何將整套制度中不合邏輯以至於窒礙難行的部分予以改正。 

  綜觀世界所有先進國家，入山許可確實是我們獨有的。歐美國家人民普遍有自己要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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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安全負責的概念，政府並不會主動來管人民有沒有進入荒野。進入荒野失蹤，那也是人民

自己的選擇。 

  可是，以國情而言，我國人民普遍缺乏自己要對自己安全負責的概念，要一次跳到歐美

國家那樣頗有困難。歷經整個威權管制時代，我們整個社會卻已經習慣了政府應該要掌控人

民有沒有進入荒野山域，如果沒有了人員行程資料庫，一旦發生事故，輿論會優先質疑政府

的掌握度，而非出事者沒有留下資料。 

  留下自己的預定行程資料，讓搜救更有效率，本來應該是登山遊憩者自己的責任，但在

台灣，比較資深的民眾卻普遍會認為找不到人是政府的問題。只有比較進階活躍的登山者認

同並理解留下預定行程資料的重要性。這樣的民眾認知所形成的困境，必須要等到歷經威權

時代的資深公民慢慢變少之時，才可能改變。但是制度改革的急迫性似乎無法等到那一天。 

  但不同於歐美國家，日本政府有入山報備這樣的制度，而且還施行地頗為成功。是以日

本的入山報備制是我們思考山域遊憩人員管理制度銜接之時，最主要的參考標的。 

四、日本的山域人員管理制度亦難直接套用於台灣 
  而當我們仔細去思考日本的入山報備制為何能成功，卻是跟他們登山環境的大眾化程度

頗有關聯。日本的山域開發比我們深入，百名山都有大量的民營山莊可供食宿，登山者通常

僅需背負單日行程所需的衣服與飲水等等。民眾只需在登山口將報備單投入信箱即可，亦可

以年保或單次等多元方式快速參與保險。登山活動在日本是極為大眾化的一項結合運動的觀

光，有非常多的高齡者參與。 

  但台灣和日本的登山環境有許多地方截然不同。 

  首先，台灣的整體山域地貌比日本更為年輕，山更高，谷更深，尤其是溪谷地形普遍比

日本更險峻，這造就了居民遷徙的障礙。復因山域原住民被納入現代國家化的運作僅有百年

歷史，台灣的山域比日本更為原始。 

  因為台灣山域開發晚且登山活動發展慢，所有山屋均為公營且總數量極少，供伙僅有排

雲山莊為正式運作，其餘均為私下民營之運作模式，有可能供餐的山屋數量不及十處。是以

有超過半數的百岳行程，均需以背負多日行程裝備包含糧食、帳篷與睡袋等等之方式進行，

需要的基礎體能要求比日本高出許多，國民從事高山百岳活動之比例亦低。 

  大致而言，在台灣爬百岳，比在日本爬百名山難。而因為人民習性和環境差異，可以預

見將日本的信箱式入山報備制直接搬到台灣套用，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 

五、解決迷途問題是新一代山域人員管理的首要目的 
  在山域解嚴之前，登山者的技術水準可以透過登山協會的內部訓練維持，迷途的問題不

多。但在山域解嚴之後，政府面臨的問題是新進登山者的技術水準下降而大眾的參與度變高，

這製造了搜救和環境生態保育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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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了解迷途是山難事故的頭號成因，而要降低迷途，最根本的做法應該是加強民眾

的登山能力，尤其是定位的能力。然而，傳統以指北針進行的定位方式學習難度頗高，除了

登山團體嚮導等級的，很難再向外推廣。另一個常被提起的定位方式就是使用手機的 GPS 功

能。不過實務上可以發現，登山大眾化之後新進的登山者有許多是高齡者，他們對新科技的

學習意願極低，如果主觀上他們認為這路很大條很安全，他們並不願意去學習一項特殊的技

巧來保障自己的安全。 

  其他山難事故的可能成因如自然環境風險、人的體能與疾病等等，基本上就只會隨著參

與人數成長而成長，不像迷途至少還有教育這個有效的解決方案。所以，基於登山安全而設

計的山域人員管理制度，最核心的動機就是要解決迷途問題。 

  在大眾登山教育推行不易的狀況下，負責搜救的消防單位想到的解決方式是強迫民眾攜

帶定位器材，這個想法被落實在幾個地方政府提出來的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之中。但這個

規定根本上不切實際。以現在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率，民眾上山時攜帶智慧型手機的比例極高，

所以都符合這樣的規定。可是真正的問題卻是他們不會用這個功能呀！  

六、改革倡議 
  對於這個問題，筆者想提出一套不同方向的倡議。我們應該要以登山防迷途能力為基礎，

分級進行中高海拔山域的步道維護，並發展新一代的山域遊憩人員管理制度。 

七、步道維護之配套 
  首先，場域管理單位，也就是林務局和三個中高海拔山岳型國家公園，應該要試著去定

義出大眾化等級的中高海拔山域步道，並針對大眾化等級的需求去進行維護。這是這套制度

的重要配套。而在定義出大眾化步道之後，我們就可以針對其他的深遠山域，套用不同的「特

許」人員管理方式。這整個概念類似入山證的甲乙種劃分，就是有些選定路線可以特別降低

管制強度。 

  這樣的好處是，對於絕大多數的大眾，他們有興趣的大多數山域都維持在低度管制的狀

態。甚至，在這些被選擇出來的中高海拔山域大眾化步道之上，政府還可以試辦日本式的入

山報備制，這樣對於社會大眾而言，反而還是制度的簡化與開放。這樣改革的阻力可以最小

化，而且不牽涉到任何法律的變動。 

  而搜救單位的需求，也就是降低迷途事件的發生率，也可以在全民登山教育產生成效之

前，先透過其他方式達成。例如，加強選定大眾化步道的防迷途設計。 

  在這些步道上，我們應該採用更強的「防呆」設計，區分出動線與非動線的外部山域，

以此方式減少迷途發生的可能性。 

  這樣的大眾化步道設計，代價將是非常昂貴的，尤其在高山區域。也因此這樣的大眾化

步道，現實上不可能涵蓋所有的百岳路線。寬大的路幅，大量使用木棧道與防迷線，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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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徑流引出設計都是必須的。也只有透過這些昂貴的方式才能在防迷、高承載和低生態衝

擊之間取得平衡。而自然景觀被人造設施所破壞則是不得不承受的代價。 

八、山域遊憩人員管理制度的改革倡議 
  在前面提到針對大眾化步道之外其他的深遠中高海拔山域，我們可以考慮套用不同的「特

許」人員管理方式。但在民主時代，這樣「特許」的正當性與公平性必須要很嚴格來檢視。 

  現在政府預設不允許民眾進入深遠山域的原因為何？這是因為深遠山域的步道無法達到

大眾化的設計與維護規範，搜救單位擔憂民眾迷途或發生意外時，社會輿論期待政府能立即

鎖定位置進行救援，但進行登山遊憩的民眾卻無法配合回報自己的位置。 

  以此觀之，該被「特許」的能力為何？首先，必須要有撰寫登山計畫書的能力。其次，

必須要有閱讀等高線地圖與定位的能力，這是因為山域搜救的位置基準就是等高線地圖上的

位置資訊(包含座標與高度)，回報位置與雙方的溝通都必須以此為基準。 

  實務上，由體育署補助進行全民登山基礎能力檢定是一種可能的實施方式。 

  以上提及的只是配合搜救所需的最基本登山知識與能力。以這樣的登山知識能力基礎去

整理出一份可以自由出入中高海拔深遠山域的「特許」帶隊者名單，設法排除毫無基礎能力

的社會大眾誤闖深遠山域而製造高額搜救社會成本，這樣的制度設計也許還是有政治不正確

的問題，但至少有其理論邏輯脈絡。相對於現在「特許」與否根本是毫無規則純人治的管理

方式，至少是一個進步。 

  實務上，這可以先透過現有入山證與入園證審核的系統，以一個大型試辦專案直接開始

推行，並不需要牽涉到法律的變更。 

九、製造大眾精進登山知識能力的動機 
  大眾的教育之所以難以進行，就是因為離開學校這樣的環境後，學習需要有誘因。 

  當然取得資格進入「特許」名單就是一個學習誘因，而讓自己的特許資格能被維持，更

是維持登山安全很重要的一個動機。由這樣的角度去思考，「特許」也許還是有政治不正確的

問題，但它卻能提供社會大眾精進登山知識與能力的動機，也對於經常在帶領登山隊伍的民

眾形成一種制約。 

  怎麼樣能讓隊伍更安全？什麼樣的地方應該要準備什麼樣的裝備與登山能力？什麼樣的

天候條件該進或該退？這些問題不可能由政府代替登山遊憩的民眾預先回答，我們應當要透

過制度的引導讓它回到登山遊憩的民眾心中，讓他們意識到安全是自己該負起的責任。 

  而當有一天我國人民普遍接受在山域進行遊憩活動時，自己要對自己安全負責的概念，

山域人員管理的制度也就能夠完全退場了。 


